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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览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与中外关系的逆转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都各依

赖于对方，并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证和条件，且双方各向对方条件的提供都需要以自

身的结构性更新和转型为前提。可以说，法律教育现代化转型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几乎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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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法律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不是由其自身社会发展所引发的，而是直接源于西方列

强炮舰政策缔结的强权政治的冲击。其现代化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西法文化及其价值

观念走向融合的过程。纵览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外关系的演变一方面使得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留下了深深的殖民烙印；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变革，促

使其向现代化的方向靠拢。 

一、晚清国际公法教育与对外交涉的的窘迫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封贡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所谓君临一切的以

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泱泱大国的自我认识被扩大到了世界范围。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

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

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1］（110）19世纪中叶，伴随着国门洞开和西力东渐，中国

传统的世界秩序逐渐被摧毁，西方国际关系的准则开始传入中国。面对着千古未有之变局和不愿打

开的国门再也无法关闭的现实，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如何处置西方国际关系准

则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成了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晚清的中外关系史上，清政府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论者说：“《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及应用于对外交涉，……以林则徐为嚆矢。”［2］（30）这个说法是

正确的。但令人扼腕叹惜的是，由于鸦片战争的惨败及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引入西方国际法的工作

并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直到19世纪 60 年代，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系统的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来，才

再度激起清廷对国际法的兴趣。这可从恭亲王奕给同治帝的奏折中得到证实。奕奏称：“窃查中

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往往辩论事件，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

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

出汉文，可以观览。……检阅其书，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

有法。……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

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3］（2 701 - 2 704）从奕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其奏请清

政府有限度地接纳西方国际法，目的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国际法对付西方。也正由

于此，万国公法被最先引入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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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大员们对国际法有所接触和了解后，1867 年，同文馆决定聘请已经在馆任教的英文教习

丁韪良开设国际法方面的课程，并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科目正式确定下来。作为中国开办讲授近代西

方法律最早的一个教育机构，同文馆的国际公法教学对于在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他洋务学堂讲

求“公法学”开了先风，此后，学习公法的观念随之播及开来。与此同时，作为公法教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一批国际法书籍被转译出来。据丁韪良的《同文馆记》记载，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国际法书籍有：

丁韪良博士的《万国公法》、毕利干先生的《法国律例》、联芳及庆常二君的《星轺指掌》、汪凤藻与风

仪二君的《公法便览》、联芳与庆常二君的《公法会通》及汪凤藻君的《新加坡律例》。“这些书籍就像

一支杠杆，有了这样一个支点，总可以掀起一些东西。”［4］（184）历史的发展也应证了这一点。就此时而

言，虽然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学校教育中依然占据独尊和垄断地位，国际公法教育处于一种“补不足”

的偏门地位，所学仅是皮毛而已，但其对随后清廷的对外交涉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以薛福

成为例，其作为一个关心时务的洋务中人，在中法战争期间以及在他所经办的其他中外交涉活动中，

就利用其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援引其中对我有利的一面，开展了有理有力的外交斗争，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自己国家的权益。［5］ 

此时的国际法教学，也是紧紧围绕对外交涉的实际展开的。关于这一点，《同文馆题名录》中保

留的两套公法学试题，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光绪四年（1878 年）公法学的考题是：“遣使之权自

主之国皆有之，何以辩之？此国遣使彼国，有拒而不接者，其故何也？使臣有四等，试言其序。遇

更易国主，驻京使臣位次何以定之，其定法不一，而各有成案，试言之。头等公使得邀破格优待之

礼，试言其概。公使权利之尤要者，试言之。公使职守，具尤重者在何事？各国议立条约，所论何

事居多？公使偶不安分，有遣之出疆者，系因何事？并引以成案。公使停职其故有七，试述之。”［4］（90）

又光绪十二年（1886 年）公法学的考题是：“海上盘查他国船员，限制有四，试述之。盘查之权每有

条约范围之，试述其一二。邦国凭其自护之权，不理局外旗号，而追捕船只者其例案若何？英美两

国设法禁绝贩卖黑奴之事，其大端若何？美国与英国第二次启畔其故有二，试言之。”［4］（93 - 94）这些试

题考核的内容都是对外交涉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些论题还要求举成案解析，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毋庸置疑，此时新式学堂国际法教学的展开及有关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带给国人的是与中

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以及知识体系完全不同的一个全新的国际法体系，对中国政界、外交界及知识

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来看，西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及清廷的对外交涉又

是异常艰难和痛苦的。“对于中国，国际法是外来的，与中国‘体制’不合。如果采用它，就意味着放

弃中国世界秩序和破坏朝贡制度。它被疑为一种陷阱。”［6］（28）更何况，“尽管国际法介绍到中国，但它

的实际适用是十分有限的。它被带到中国来，但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的机会。整个国际法体系以及

它的原则和规则，被认为主要只运行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些国家被称为‘文明’或‘基督教’

国家，而中国不是‘文明’国家。在中国，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并不代以国际法律秩序的建立。变动

是用西方统治地位来代替中国的优越地位。”［6］（31）尤其令中国人痛苦和愤怒的是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乃至整个主权，使西方国际法在中国的

传播，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出现了严重的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国际法的理论要求尊重各

国主权，而领事裁判权制度又损害着中国的主权。”［7］（589）对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公法》中径直

喊出了：“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

强，方可得公法之道，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这些对国际法有限功能和实质的揭示，可

谓切中时弊。 

二、清末法律教育模式的日本化与中日关系的逆转 
在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前，国人感受最深的是来自西方的夷人的入侵，用力最多的是取道于西方

列强，对东方快速崛起的日本较少关注。“在 1895 年至 1898 年间，西方的影响曾达顶峰，而结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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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耻辱地被日本战败。”［8］（11）对此，梁启超曾言，我国四千年的“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

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9］（249）可以说，甲午战争既改变了中国人的日本观，也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

观。一朝反省使国人对日本的态度由轻蔑嫌恶转为尊敬，研究日本，效法日本，成了中国社会的热

门话题。“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的向西方学习仅是少数人的呐喊和步履维艰的实践的话，那么

1894 年之后的取法日本，则变成了多数人的呼声，是群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10］（246）既然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日本热”，清末法律教育变革模仿日本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1895年始，日本一改隋唐以来输入中国法文化的传统，反过来向中国输出西洋化的日本法文

化，其影响超过了所有欧美国家。此时，“中国人以为日本的胜利，乃因普及教育和实行法治有成所

致。因此，战后第二年，中国立刻派遣13 名留学生到日本。”［11］（16）其中，唐宝锷、戢翼翚可以说是近

代中国法政留学生的先驱。除赴日游学外，不少学者、官员鉴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学而强，也纷纷

赴日考察教育，并成为清政府学习日本教育的一项国策。如在京师大学堂筹设过程中，主持筹备工

作的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就奏派大学堂办事人员李盛铎等人前往日本考察，并明确任务是：将日本“大

学中学小学一切规划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以备考查。嗣后学堂诸务，或宜依仿，或应变

通，随时斟酌，以期尽善。”［12］（642）因为“戊戌以后，法律改革成了国内政治改革的主题之一，而日本

的强盛，法学的发达又特别为国人所瞩目，因此，日本法成为中国采用西法的主要对象，成为影响

中国法律改革的最重要的法源。”［13］（69）既然法律变革的模式是参照日本进行的，那么，作为在戊戌变

法期间中国在教育上仿效日本最初尝试的京师大学堂，其在法学教育模式上就自然放弃了英美法系

的法学教育模式而转采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当然，对于清廷取法日本的国策，日本方面也给

予了积极的回应。在他们看来：“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今后树立

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至于专研政法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

准则。”［10］（660）很显然，日本人已将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东亚大陆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并精心盘算着对

日本反复循环的利益。应该说，中日两国由先前的交恶转而进行多领域的合作不是偶然的，追根结

底在于：在中国方面，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放下先生的架子，以复杂的心情主动向昔日的弟子求

教，目的是谋求日本的帮助，寻求达致西方式富强的奥秘和捷径。在日本方面，日人表现出相当的

热情进行合作，目的是谋求中国的帮助，遏制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渗透，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

质力量以征服中国。这就从两方面奠定了中日两国在法律教育方面进行文化交流的政治基础，并产

生了共同感觉到的要求，进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共处”的合作期。 

在派遣官绅和学生赴日游学的同时，国内法律教育也逐渐展开并形成高潮，其初期发展阶段广

泛接受了大陆法学，深受日本大陆法律教育模式的影响。在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

就明言：“大学分科，俟豫备科学生卒业之后再议课程，今略仿日本例”。在此后会商重订的《奏定学

堂章程》中，又对模仿日本学制的情况进行了剖析，指出：“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

六门，其商学即以政治学科内之商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

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

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科一门，故为八门”。在改造日本大学分科的基础上，清末学制中的课程设

置、教材编订以及授课的内容也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就法律学门而言，其主课的设置及其讲

习方法基本上就是日本近代的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翻版。［14］（348 - 349）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如果

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8］（7）清末国内法律教育

模仿日本典型地反映出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下的新格局。 

在清末的新式法律教育的兴办中，要把纸面的新式法律教育规划变为现实，燃眉之急是缺乏基

本的师资。为克服师资的短缺，清政府采取了“派出去，请进来”同时并举的办法，聘请了大量日本

教习来华工作。“数以百计、遍及全中国的日籍教习和顾问，按照中国人的计划，都在灌输现代思想，

重新塑造中国的机构。在主要的教育改革方面，日本每一步都给予了帮助”。［8］（113）在日本教习所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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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中，以理科、实业、法政为最多。据统计，1909 年在华日本教习共443人，其中，从事法政教

育的人数仅次于从事理科和实业之后，位居第三，共19人。［15］（176）清廷之所以从日本聘请教员到新兴

的学堂中来任职，是因为“在清朝的统治者看来，此举不仅减少了到日本留学的人数，减省了经费

的支出；同时又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他们控制之下。”［15］（173）从教育交流的角度观

察，聘请日本教习固为清廷学习日本教育的一项政策，但其实施则依赖于日本的认可与支持。在上

个世纪之交，日本教育的发展虽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并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但

在师资方面仍不是很充足的，其派出数百人的师资来华，不能不说与其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有关。早

在 1898 年，在日本成立的半官方的东亚同文会宗旨中，就开宗明义地写明要“保全清国”。有时论提

出：“（在教育方面）清国只能依靠外国专家。这样，我们作为日本人必须尽一切努力，为了彼此两国，

利用我们较之欧美人更为有利的、同文同种、唇齿辅车的各种关系，同意清国政府及民间增加雇请日

本人或为顾问、或为教师”。［8］（149）这一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认同。在189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

中，一位公爵就声称，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要求日本摆脱战后对中国的鄙视心理。正是在“保

全清国”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朝野上下对赴华办学及充当各种顾问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虽然说，聘请岩谷孙藏等法学教习，在中国方面是为了弥补新式法律教育师资的短缺，适应“新

政”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但就日本方面而言，派遣大量教习来华绝非是简单地希望与中国友好，

而是与当时日本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所处地位密切相关的。不可否认，甲午战后，绝大多数日本中下

层人士希望与中国友好相处，主张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但日本的军阀势力，自明治维新后一直存有

并吞邻国之心，只是随着日本国力的逐渐强盛，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势力的

扩张因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能容许的范围受到了打压，不能不作暂时的抑制。“因此‘清

国保全论’这种论调一出，这一股侵略势力也觉得这个口号可以利用，可以把其他侵略势力从中国排

斥出去，为日本独占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口实；使日本能在这个口号下，合理合法地独霸中国。……

其实，他们不过是想在帮助中国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排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用比较隐蔽的方

式独占中国，推行大陆政策。”［15］（63）可以说，日本教习到中国工作，既是由于中国拉的结果，也是由

于日本推的效应。虽然历史的结局并未切合二者的原有企图，但在考察日本法学教习来华的活动时

却不能忽略他们政策的推动力。 

三、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美式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 
民国建立后，虽因清末法律教育模式学习日本潮流的惯性所致，继续以清末癸卯学制中法律教

育模式为蓝本，但随着日本对华行动的日益侵略化，中日教育关系已明显呈现出淡化的趋势。及至

1922 年新学制诞生，美式教育结构及系统取代了日本式，法律教育也一改日本大陆法律教育模式而

美式化。 

民初，美式法律教育模式替代日式法律教育模式并非旦夕之事，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角逐期，

背后潜藏的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由于日本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无限制扩张威胁到西方帝国主义在华

的利益，早在1906 年，英人李提摩太就著文不无担忧地宣称：“日本对中国 18 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

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

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中国本地最好的报纸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报

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最具革命现象的意义……我们希望日本影响的扩张不会令人猛然一惊，相信日

本真正的政策不是强迫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虚伪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东方

生活和政体的根基。”［8］（10 - 11）对日本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张，表现出明显的嫉妒和极度的焦虑。为了争

夺中国的教育阵地他们甚至不惜与日本反目。1907 年 6 月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就发表了一篇

题为《中国人不需要日本教习》的文章，公开攻击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声称：“在今天，排斥在中国

的日本教习，俾以其他外籍老师代其地位，实属目下燃眉之急，不可等闲视之。”［15］（37）1907 年美国伊

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致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又特别指出，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欧洲，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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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的事实，“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德、法诸国，而不

效法美国。”认为“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潮

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

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16］（1 105）针对日本人及欧洲列强在华取得的成就，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对

中国发动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争取和吸引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1907 年，美国政府与中

国政府签订了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和威尔士利女子学院等三所美国大学免费招收定额中国留学生

的协定。1908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以行政命令宣布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指定作为教育

专用。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率奉行。正是“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

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和追求，就难于理解中国何以于1908 年到1909

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8］（13）在庚款留美的影响与推动下，民

国初年中国学界掀起了第一次留美热潮。从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到192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仅从清

华赴美留学者就有1 279 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留美生已维持在1 000 人以上。［10］（749 - 750）

抗战胜利后，留美人数暴增，据华美协进社统计，1948 年留美学生2 710 人。尽管此时政府不断强调

出国留学应注重实科，但实际上留美学生中学习文法商教者仍占有相当的比例。据统计，庚款留美

学生中“学政法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17］（167）1935 年，留美学生中学习理工农医者为 446 人，学习

文法商教者为 431 人。1936 年，留美生中学习理工农医者为 823 人，学习文法商教者为 509 人。［18］（747）

这些留美法科学生是美国法律教育东渐的主要媒介，并成为民国大学法科师资的主要来源。据南京

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统计，1941 年2 月至1944 年3 月间审查合格的教授、副

教授为2 448人，其中留学出身者共1 913人，占78.6%，留学出身中留美者为934人，占留学出身人

数的 49%。①美国留学生取代了日本留学生，占据了法律教育讲坛，支持中国的法律教育。他们带回

的诸多美国教育的新思想和新理念，无疑对民国法律教育由日本模式转而美国模式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五四时期，伴随着倡导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法律教育进一步摆脱封闭和

僵化的模式，进而寻求现代化发展之路。在这期间，一些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宣传美国教育体制及

方法，中国也不断派员前往美国作教育实地考察。“中美两国教育家频繁地往来接触，使中国教育界

在洪流潮水般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大趋势面前，作了一个明智的取舍，在经历中国与外国、西方与

东方、现代与传统的多方位比较后，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美国教育模式作为摆脱旧式体制，迅

速走上教育现代化之路的范本。”［19］（228）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摒弃了旧有教育体制中的日本影响，从

学制指导思想到具体执行措施，无一不体现出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这个学制一直沿用至1949年，其

间虽有些微变化，但基本体制没有改变。就法律教育而言，数十年间，中国对于美国法律教育的模

仿和依赖，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法律教育的美式化与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的影响也不无关联。美国利用一次

大战的有利时机，在中国大力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并使教会大学教育长期保持独占的优势地位。其

中，东吴法学院就是中国近代的一所著名法学院，因其为美国的法律家所办，其学制和课程设置自

然以美国的法学院为模式，授课的内容也以英美法为主。“东吴法学院造就了大批律师、法官和法律

教师，截至1946年，其毕业生已超过1 200名。据陈晓的说法，仅在法学院最初20年里，就有72名毕

业生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有4人是法学院长，21人就任法官，41人在政府机构供职，还有7人

为国民政府法典编纂委员会委员。”［20］（291）毋庸置疑，像东吴法学院这样的教会大学不仅通过自身为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演变提供了范本，而且也通过其毕业生将影响深入到了教育以至政治、经济各个

领域，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平心而论，美式法律教育模式传入中国实属好事，它有利于我国法律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

美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并非要加速我国法律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而是要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渗透，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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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教育控制权。鉴此，美国政府和教育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其用心之深远，手

段之高明，实令其他列强所不及。 

 
注释： 

①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五②，案卷号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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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w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inds that it has been close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y both are interdependent on each other，providing guarantees and conditions for each other 

to self develop，on the prerequisite that each has realized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modernized transformation of law education has been synchronic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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